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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基于２０１１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

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

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

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

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

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

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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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思想最早可上溯到索罗金
（Ｐ．Ａ．Ｓｏｒｏｋｉｎ）的《社会流动》（１９２７），其社会流动率

与社会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为社会流动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性地位。二战后，国际上关于社会流动的

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硕，形成了５０年代以利普塞特
（Ｓ．Ｍ．Ｌｉｐｓｅｔ）和本迪克斯（Ｒ．Ｂｅｎｄｉｘ）发明和应用职

业流动表进行流动率分析为标志的第一代流动研究、

６０年代以布劳（Ｐ．Ｍ．Ｂｌａｕ）和邓肯（Ｏ．Ｄ．Ｄｕｎｃａｎ）将

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相结合并将路径分析技术引入地

位获致研究为标志的第二代流动研究以及７０年代以

流动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对数线性模型、离散风险模

型）和关注精英群体研究为标志的第三代流动研究等

三个典型的研究阶段。由此，学术界基本上从流动率、

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群体的形成与选择三个角度

来考察社会阶层结构发展状态和变迁方向，以判断社

会系统的开放或封闭程度。

国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从对大城市（如山东、天

津、深圳）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内数据的研究，

吴忠明、严善平和陆学艺通过流动表的分析得出结论：

我国社会流动率在改革前后差别明显，流动率不断提

高，社会系统日趋开放，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现

象。白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ｒｉｓｈ）通过对大陆１９７２－１９７８
年间迁居香港的１３２位移民的访谈和他们２８６５位邻

居数据的研究是最早对我国社会成员地位获致的研

究，得出父母对子女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的提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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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助益的结论；①而林南和边燕杰于１９８５年在天津的

调查得出与白氏相反的结论。② 此后，李路路和陆学艺

等人的研究不仅进一步验证了林与边结论的正确性，

还分别得出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

动性和父母亲对子女地位获致的影响已由依赖不平等

的制度性因素（如分割市场中的单位部门等）转变为对

教育路径依赖的结论。③ 当然，对精英群体的研究成果

也颇丰，有魏昂德的“精英二元职业路径论”、泽林尼
“精英分化理论”和郑辉和李路路“精英排他与代际转

化”的三大经典理论，并有边燕杰等人和臧小伟针对魏

昂德和泽林尼的研究结论提出的不同观点与看法。

虽然我国社会流动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展、研究技

术不断更新以及研究成果也日趋丰硕，但从总体看，国

内外学者对我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是放在建国以来

至今的笼统的大时段研究或者进行改革前后两个时段

的比较研究，而缺乏对社会发展变化迅速与剧烈的市

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全面与细致研究。因此，有必要

对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问题进

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来详细了解我国社会流动总体状

态、流动方向以及内在机制，以考察我国这一时期社会

阶层结构变化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系统是否真正逐步趋

向开放，因为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开始从再分配经济

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经

济不断收缩，市场经济不断扩张，政治体制发生变革，

社会结构变化较快。基于上述目的，本次研究主要利

用“２０１１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调查”的１０４２份有效

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从流动率、地位获致模型和精英阶

层继承与选拔机制模型三个方面着手，以详细深入了

解这一时段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方

向。为了检视各个同期群的代际间社会地位流动差

异，也为了解社会系统的开度是否随着市场经济的扩

张而不断提高，本研究以被访者入职年代为基准，将

研究时段设计为以下几个具有显著特色的时期：（１）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以１９７８年确立改革开

放为标志界限；（２）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市场经济大力发展

的时期，以１９９２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性界限；

（３）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的全面向国际社会开放时期，以

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性界限。

二、理论与假设

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

世人瞩目的巨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我国从再分配

经济形态走向市场经济形态。美国学者维克多·尼

（Ｖｉｃｔｏｒ．Ｎｅｅ）将这种转变称之为市场转型，并在８０年

代末提出“市场转型论”，随之引发学术界的广泛争论。

实际上，市场转型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的

转变，必然引发社会分层体系的规律性变化，而分层体

系的变化则必然改变社会流动的规则。在不同的经济

状态下，尤其在当前中国的混合经济阶段，各种因素

（市场的、政治的、地方的）对社会的整体流动方式和规

则发生着不同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

做出地位获致模型和“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的理论性

假设。

１．“工业化”假设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

程度等人力资本因素在个人社会地位获致过程中的作

用将会愈发突出，反之，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则日渐

式微。布劳与邓肯的“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认为，

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将日益开放，

社会流动率将不断增长，流动机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占

据主导地位。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理性化的

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核心，社会

流动的规则将从家庭出身（继承机制）转变为自致成就

（自制机制）。④

２．“市场化”假设

（１）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资本，随着工业化的推

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个人地位获致的作用将

越来越弱，而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则将变得越来

越强。维克多·尼的“市场转型”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

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将导致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

具体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受益增加、政治资本贬值、人力

资本回报上升和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等。同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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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１１８页；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０－２０１页。亦参见于张翼：《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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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

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① （２）在中国渐进转型的市场

改革中，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个人的初职地位

越高，那么就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彼得·

多林格和迈克尔·皮奥雷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

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和单位部门之间的代内流动是有

限的，一个从“坏”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就业的人由于培

训和提升机会少，很难进入“好”的市场。一开始就进

入好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肯定比进入次的劳动力市

场人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②

３．“制度分割性因素影响弱化”假设
（１）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不断的完善，

单位部门性质作为个人社会地位获致高低的影响因素

仍然发生明显作用，但是不断趋向弱化。体制内部门

与体制外部门由于拥有资源的多寡差异，因此地位资源

含量也有所差异，往往是体制内部门比体制外部门能够

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再分配体制正在萎缩，市场因素不断扩张，单位部门

性质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趋向弱化。（２）城乡二

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影响在逐渐降

低，户籍性质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方面影响的差异在日

趋淡化。城乡壁垒的制度设置（户口制度），长期以来都

影响着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但市场的崛起，国家对教

育的日益重视和公共教育资源的不断重组，户籍壁垒对

教育和就业所产生的差异在不断缩小。③

４．“精英阶层再生产”假设
（１）在市场转型期，精英阶层遵循“精英再生产”的

逻辑，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

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在

当前资源优势可以互换的规则下，以政治精英、经济精

英和文化精英为代表的社会强势阶层内部相互交换资

源而结成“精英联盟”，“精英联盟”通过排斥非精英群

体和精英群体代际转化来实现精英阶层再生产。④ （２）

在市场转型时期，在各种资源能够实现代际传递和相

互转换的情况下，各种精英群体不仅能实现“阶层内部

再生产”，而且还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

再生产”。马奇和韦索罗斯奇的社会资源代际传递论

认为，社会代际传承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种资源

在代际间的传递，他们通过物理传递或者教育（家庭和

学校）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有效传递，从而实现精英阶

层内部再生产。⑤ （３）作为抓住市场机会而产生的新兴

精英群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选拔机制

存在较大差异，党员资格和教育程度对成为经济精英

的影响不如后两者。私有部门在前国有社会主义国家

中的出现和随后的壮大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市场部门的发展产生了新的

机会，私营企业家等经济精英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

社会里，除了沿着官僚等级发展之外的另一条可供选

择的道路”。但是在这样不同的机会结构下，城市和农

村中的自雇佣者在个人背景方面是有差异的，市场经

济中产生的经济精英与其他精英的选拔机制也是有差

异的。⑥

三、阶层地位流动的总体状况与特征

代际流动主要研究父辈与子辈两代人之间社会地

位的继承与变动，探询父辈对子辈地位达致的作用，因

而更能反映社会变迁的过程与方向，代际流动率的高

低也能反映社会系统的开放或者封闭程度。父辈与子

辈之间的职业地位流动源于职业结构自身变迁和社会

系统开放性的共同作用，因此，社会流动率成为社会系

统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

表１　父辈与子辈之间地位总流动率表

流动类型 总体百分率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总流动率 ７９．３　 ７５．９　 ８２．１　 ８１．８

不流动率 ２０．７　 ２４．１　 １７．９　 １８．２

上升流动率 ６０．６　 ５９．３　 ６４．５　 ５８．９

下降流动率 １８．７　 １６．６　 １７．６　 ２２．９

结构流动率 ４０．１　 ４４．２　 ４５．７　 ４２．０

纯流动率 ３９．２　 ３１．７　 ３６．４　 ３９．８

上升流动率与

下降流动率之比
３．２　 ３．６　 ３．７　 ２．６

Ｎ＝１０２８ Ｎ＝４５７ Ｎ＝２７９ Ｎ＝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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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
国》，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６－２０２页。

参见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０页。
参见边燕杰等：《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１０５页。
参见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７４－８６页。
Ｂｏｇｄａｎ　Ｗ ．Ｍａｃｈ　ａｎｄ　Ｗｌｏｄｚｉｍｉｅｒｚ　Ｗｗｓｏｌｏｗｓｋｉ：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ａｃｔ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１９８２：７８－７９．
参见吴晓刚：《干部和市场机会：中国进入自雇职业的模式（１９７８—１９９６）》，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

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从表１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流动主要

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社会总流动率高。从总体流动率（７９．３％）来

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总体开放度较高，五个人

中间就有四个人实现了代际间的流动，这主要得益于

经济发展、经济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直接推动和社会流

动渠道的逐步开通。同时，３个不同年代入职群体的总

体流动率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７５．９％＜８２．１％

＜８１．６％），说明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日趋提高，社会活

力显著增强。

二是结构流动率高于纯流动率（４０．１％＞３９．

２％），但纯流动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３１．７％＜３６．４％

＜３９．８％）。结构流动率高说明与经济发展（以 ＧＤＰ
为测量标准）正向关联的职业数量增加和职业层次提

升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了流动机会和上升流动的空

间；３个不同年代入职群体纯流动率的不断攀升说明，

年龄越大的从业者与父辈职业阶层背离受职业结构变

动的影响越大，而年龄越小者背离父亲职业阶层则受

社会开放程度的影响越大；纯流动率的不断上升还说

明，由于新的制度和政策逐渐消解了原有政策的阻断

作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开始直

接推动着就业空间的扩张和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流

动渠道不断拓宽和愈发畅通，能力自主原则在地位流

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三是上升流动率大大高于下降流动率（６０．６％＞
１８．７％），且在各个同期群之比均达到了２．６倍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艺手段的引进创造出大量新

的职业类型和社会位置，同时也导致大量传统职业位

置的减少。由于减少的职业处于等级制的底层并有较

高的流动性，而增加的职业则接近于等级制的顶部并

有较低的流动性，这一底部供应的推力和顶部需求的

拉力为大多数出身于各类家庭的人创造出各种向上流

动的机会，因此创造出一种促使人们向上流动的推力，

整个社会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这符合工业化国家

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不同时段入职群体的数据分

析显示，上升流动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下降

流动率不断上升，且上升流动率与下降流动率之比从

３．６降至２．６。根据泽林尼的“市场渗透类型论”，在向

市场体制转型的初期（即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市场

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应。但是，随着市场机

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

（即以市场和在分配共存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市场

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不平等

机制。① 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体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机

制被叠加在一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各种社会

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方面的显著差距，从而阻碍底层

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与空间。② 用孙立平先生话说，自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

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

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

源。③ 这些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

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当前，

社会阶层结构有向精英联盟发展的趋势，上层社会垄

断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阻断了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

动的渠道，从而导致上升流动率有下降的趋势。

四、地位获致的内在选择机制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整体上受制于个人层面上

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但从个体的角度看，社

会流动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对这些结构与制度的能动取

益结果。社会学认为，导致每一个社会个体或群体享

有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原因，除了宏观的结构—制度

因素的影响外，还有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运作这

些资源的能力与效果。资源拥有和运作能力因人而

异，社会地位升降的际遇也就不尽相同。

（一）初始职业地位获致的内在选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初始职业地位的取得主要由

哪些因素决定？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发育程度

的提高，这些决定因素影响力的大小是否随之发生改

变，毕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规制

路径。表２详细地报告了这种因为时段不同而发生的

变化：

—７９１—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１９７８－２０１１

①

②
③

参见泽林尼，科斯泰罗：《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
国》，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５８０－５８６页。

参见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社会》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２５－２６页。
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期，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表２　初始职业地位决定因素（模型１）

标准回归系数

自变量
全样本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模型１．１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

模型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模型１．３
父亲职业地位 ０．１６８＊＊＊ ０．２３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７＊

父亲受教育程度（序列变量）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４

父亲单位性质（体制内＝１） －０．１０２ －０．１９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５

本人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中专 ０．２６７＊＊＊ ０．１８７＊＊＊ ０．２３３＊＊ ０．１０３

大专／本科 ０．４１１＊＊＊ ０．３５４＊＊＊ ０．３９６＊＊＊ ０．４００＊＊＊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１３５＊＊＊ ０．２８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２８＊＊＊

初职单位性质（体制内＝１）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１＊ ０．０７８

户口（非农＝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４

年龄（控制变量） ０．０３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７　 ０．２６０

性别（男＝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７＊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３

ａｄＲ２ ０．３５０　 ０．３６９　 ０．３３０　 ０．２８０

Ｎ　 １００５　 ４４６　 ２７３　 ２８６

　　　　注：＊＊＊﹤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５显著性有意义

　　第一，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年三个历史时段，父亲职业地位始终都对子代初

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显著性影响。这主要因为在

我国这样的政权等级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职业地位

高的父亲往往能够拥有更多资源与关系为子女谋得一

份较好的岗位。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伴随着中国市场

化进程的加深、加快，父亲的职业地位虽然对子女初职

地位的获得表现出明确的影响力，但还显示着这样的

趋势，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来自于父亲职业地位

的影响就愈小，这与我们之前的假设一致。

第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段，教育程度

都对个人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强烈的影响，这

表明社会成员靠个人后天努力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流

动机制真正确立，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愈来愈高。从模

型报告系数可以看出，大专／本科学历对个人初始职业

地位的获得表现出更强的影响，且随着体制转型和市

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学历表现出的影响也越发强烈。

而高中／职高／中专的这一学历在２００１年之前对个人

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强烈的影响，但在之后，高

中／职工／中专这一学历比其他学历相比并未表现出显

著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

发展的相对发达阶段，社会职业对人们的学历文凭要

求越来越高的缘故。

第三，初职单位性质对人们初始职业地位获致在

前两个时段表现出了显著性影响，但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这个时段，初职单位性质却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还是以再分配占主导地位的

经济体制，市场发展是以地方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所以

单位性质对人们地位的影响具有明确显著性。随着经

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就业单位部

门所占比例缩小，而大量的高等职业（如专业技术人

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等）在体制外部门产生，即使人

们没有进入较好的体制内单位，照样能够获得较高的

职业地位。

第四，从户籍和性别来看，两者均未对人们初始职

业地位的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逐步放弃了身份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例

如，农民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社会成员可以自谋职

业、自主创业，尤其是随着我国成为加工贸易国后，农

民工成为我国加工制造业发展的生力军与主力军，因

此，户籍性质对人们初职地位获致未能产生影响。而

性别未产生影响，说明在劳动力市场进入的职业选择

过程中，对女性未存在明显的歧视，女性与男性一样可

以获得高的职业地位。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市场

发育程度的加深，在个人初始职业地位获致过程中，来

自家庭背景的影响因素虽然表现出一定影响，但其影

响在日渐式微，而个人受教育程度等后天性因素却表

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影响，这与劳动力市场化发展带来

社会系统开放度的提高紧密相关。

（二）现职地位获致的内在选择机制

在职业生涯中，人们的初职地位、受教育程度、父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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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职业地位以及具有中国特色单位部门性质这一影

响因素等，对本人现职地位获得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因此，分析现职地位获致的模型，都不能缺少这几项变

量。但是，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不同调查取样背景下，

增加或减少某些变量就会对模型确定系数的变化具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现职地位获致模型中，我们除了

使用了初始职业地位获致的自变量以外，还加入了初

职地位、现职单位性质和党籍等变项。综合分析模型，

可以发现：

表３　现职地位获得决定因素（模型２）

标准回归系数

自变量
全样本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模型２．１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

模型２．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模型２．３

父亲职业地位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２１９＊＊ ０．１０３＊

父亲受教育程度（序列变量）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０．１４７　 ０．１１１

父亲单位性质（体制内＝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　 ０．１２０

本人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中专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９

大专／本科 ０．０７６＊＊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３＊＊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７＊＊

本人初职地位 ０．４２６＊＊＊ ０．３７１＊＊＊ ０．５０７＊＊＊ ０．５１７＊＊＊

初职单位性质（体制内＝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２２６＊

现职单位性质（体制内＝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９６＊＊ ０．０２０＊ ０．２４１

户籍（非农＝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１

党籍（中共党员＝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年龄（控制变量）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２

性别（男＝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３　 ０．１４０＊

ａｄＲ２ ０．４４２　 ０．４３０　 ０．５４１　 ０．４９２

Ｎ　 １００１　 ４４５　 ２７１　 ２８５

　　注：＊＊＊﹤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５显著性有意义

　　第一，父亲的职业地位这一先赋性因素对各个时

段入职的人们来说都具有正面的显著性影响。模型报

告数据显示，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这个时段参加工作的同

期群来说，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他们的现职地位获致具

有一定影响，但比较微弱，可能的原因是早期时段参加

工作的人，由于其现在年龄偏大且相对处于社会的较

高层，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现在的位置，这或

许说明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初职

进入或者早期工作阶段来发生的，对其现在影响比较

微弱。对于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这两个时

段入职的群体来说，现在职业地位获致受父亲的影响

比较大，说明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是在子

女就业的早期或者是中期，这与前面推断一致。

第二，本人的初职地位对个人现职社会地位的获

得在各个历史时段都具有强烈而显著的影响。随着市

场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初始职业地位越高，现职地位

也随之增高，当然这也可能与入职时间有关，越晚进入

劳动力市场，那么其初职与现职之间距离越短。当然

中国的再分配经济存在部门分割的结构壁垒，市场经

济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壁垒。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

开放的体系，有垄断经济和非垄断经济两个分割的结

构。垄断经济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作契约受制

度保护，年资效应强，工团力量大，报酬及福利稳定且

较高，非垄断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外部的，没有上述

优势和结果。因此，初职进入了职业地位较高的市场

经济中的垄断部门或者是进入了再分配经济中的体制

内部门，无疑有了更高的就职与发展平台，那么对个体

的职业地位攀升具有良好的基础与上升通道。

第三，对各个不同时段入职的群体来说，现职单位

部门对其职业地位获致的影响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对

改革初期就职的群体来说，获得的较高职业地位基本

上是属于体制内单位，而新兴的高职业地位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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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现职单位

性质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对市场经济确立时期入职的

群体来说，现职单位性质对其具有一定影响，但不如高

年龄段的人影响那么大；对于入世之后就职的群体来

说，现职单位部门对其职业地位高低未有明显影响，这

主要是因为这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同期群，主要是在体

制外单位工作，其获得的高职位也是属于体制外较多。

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高职位主要是由早期参加工

作的人占据，另一方面也是体制内部门在不断减少，而

体制外部门在不断增加，大量的高端职位在体制外部

门产生。

第四，本人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是两个极其显

著地决定个人现职地位获致的影响变量。随着改革的

不断深入，不同年龄段的同期群，虽然党员身份仍然显

示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同时，

在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政策的影响下，那些是党员

而又有知识的人就易于得到提拔，教育资本开始显现

出其更加重要的影响力，我们的统计模型也显示了这

一点。正因为如此，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才通过

各种培训渠道，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工作后不得不

到教育再生产的学校去重新充电。这表现出在１９９２
年之后，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教育资本在社

会分配中所占的权重进一步加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

技术升级中更易于升迁到较高的工作岗位。因而，受教

育程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因素。

五、精英阶层地位继承与选拔机制

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趋势是：政治精英①、

经济精英②和文化精英③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

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中国社会力量的重组并

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④

对此，郑辉和李路路则从精英阶层代际转化和再生产

的角度来解释，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

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

下，精英阶层之间通过代际转化和排他机制实现精英

阶层再生产。⑤ 之前，大家对精英群体的研究主要停留

在干部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技术精英）之间关

系及其获取路径的研究，未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出

现新兴群体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之间的

关系及其获取路径的研究。因此，本文在这里对其进

行模型数据统计与分析，该模型数据报告显示：

第一，三大精英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均比较明显，尤

其是父亲是经济精英的子代成为经济精英的概率居然

高达１９．４倍，父亲是政治精英的子代成为政治精英的

概率也是其它群体的３．７倍，父亲是文化精英的子代

成为文化精英的概率也高达５．５倍，这说明精英阶层

具有强烈的“阶层内部再生产”功能。

第二，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并未形成紧

密的代际间相互转化与排斥非精英群体的联盟集团，

但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代际相互转化非常明

显。父亲是政治精英的子代相比于其他群体成为文化

精英的概率达到２．２倍，而文化精英的子代相比于其

他群体成为政治精英的概率也有１．３倍。经济精英则

独立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外，它并没有与其他两

个精英群体之间形成代际相互转化的关系，而是实行

阶层内部再生产，这可能是跟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的

历史与特点有关。
表４　精英阶层地位继承与选拔机制⑥（模型３）

发生比率

自变量

模型３．１

政治精英／非精英

模型３．２

经济精英／非精英

模型３．３

文化精英／非精英

父亲是政治精英 （精英＝１） ３．７４３＊＊ １．０３２　 ２．２３５＊

父亲是经济精英（非精英＝０） １．３４４　 １９．４３５＊＊＊ １．９７８

父亲是文化精英 １．３２２＊ ２．４３５　 ５．４９５＊＊＊

本人受教育程度（序列变量） ４．４９６＊＊＊ ０．６４５　 ５．７１５＊＊＊

党籍（中共党员＝１） ９．３４１＊＊＊ １．４９９　 １．３１５＊＊＊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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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政治精英，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以及人事权力的群体。
经济精英，拥有相当经济资本的群体，他们主要通过市场方式进行生产和交易来维持的行业精英。
文化精英，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具有高等学历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阶层。
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０页。
参见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６７－６９页。
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选拔机制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

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阶层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阶层来划分的。



性别（男＝１） １．９６９＊ １．７３２　 １．８８４

年龄（控制变量） １．０５６＊＊ １．０２４　 ４．５７７＊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　Ｒ　ｓｐｕａｒｅ　 ０．１８８　 ０．２３２　 ０．２４８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ｐｕａｒｅ　 ０．４８８　 ０．４５６　 ０．４６８

　　　　　　注：＊＊＊﹤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５显著性有意义

　　第三，在精英群体的选拔路径中，受教育程度对成

为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具有非常明确的影响，这说明

我国的干部精英向知识化方向发展，这或许也正如魏

昂德、泽林尼所说的知识分子走向了阶级权力之路，①

只不过在中国渐进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形成路径

是通过代际转化实现的。党员对成为政治精英的概率

比非党员高达９．３倍，这说明了政治忠诚度仍然是成

为政治精英的先决条件，与受教育程度一起，政治精英

正向臧小伟所说的“既红又专”方向发展。② 但与魏昂

德“职业二元路径论”不同的是，党员对成为文化精英

也具有一定的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大部分

文化精英在体制内单位就业，因此党员身份依然对其

有正向的积极作用。

第四，对经济精英的形成路径而言，受教育程度和

党籍均对其职业地位的获得未发生明确的显著性影

响。这可能的解释是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粗放的

外贸加工为其主要支柱产业，他们的形成与其早期的

市场机会获得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而学历并未其多大

作用，尤其是浙江的经济精英主要遵循子承父业的逻

辑，学历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显著性影响。这样，对于党

员身份不发生作用的解释也就清楚了，因为浙江省的

经济精英几乎都是体制外单位，很少存在体制内单位。

六、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社会总体流动率高，呈整体向上流动的趋势，社会

系统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２）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市

场化程度的提高，先赋性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致影

响越来越弱，后致性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致影响呈

现出愈发强烈的趋势，这符合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

一般规律；（３）中国特色的单位性质部门这一变量对个

人职业地位获致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不

断消弱，党员这一身份变量在个人职业地位获致过程

中虽然表现出明确的显著性影响，但正如倪志伟的“市

场转型论”所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资本在经

济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弱；（４）当前，政治精英和文化

精英通过阶层继承和代际转化而实现了精英阶层再生

产，而经济精英则通过自身阶层内部的继承而实现再

生产，三者之间并未通过代际相互转化而形成代际间

的精英联盟。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计

划经济所塑造的社会结构被逐步打破，也开始打破计

划经济时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向体制内单位流动的局

面，在体制外开辟了新的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的开放

程度不断提高。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个人职业地

位获致过程中，受教育程度起着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所以，要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每

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基础教育，并能比较容易地接受高

等教育。没有教育机会的相对平等，社会流动过程中

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

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

障。只有进一步打破国家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

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

为提高。

责任编辑：张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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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１９７８－２０１１

①

②

参见魏昂德：《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精英生成的二元职业路径（１９４９—１９９６）》，边燕杰、吴晓
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５－１９９页；Ｓｅｅ　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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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臧小伟：《大学文凭和中共党龄在政治精英选拔中的作用》，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
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４－２７８页。


